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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水浒传》宋江的招安

摘  要：《水浒传》故事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写各路英雄好汉被迫造反、最终被逼上梁山的故事；后一部分写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征辽、征方腊的故事，写出了起义的悲惨结局。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它的结局总以失败而告终，《水浒传》中的梁山义军接受招安的结局正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一种形式。当然，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分析，梁山起义军队伍走上招安的道路决非偶然，既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也有其复杂的内在原因，但在招安这件事上，可以说小说中的宋江是引导梁山义军走向招安道路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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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我国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小说。他那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不仅为我国历代读者所喜爱，而且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对于《水浒传》的作者，各种版本和有关记述说法不一，主要有以下三种：有的说是施耐庵；有的说是罗贯中；有的则说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题作“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现在大多数人倾向于第三种说法。不对，《水浒传》并不是由罗、施二人独立创作的作品，它的成书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总而言之，水浒故事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逐渐丰富起来，并最后成型的。其中既有民间艺人的辛劳，也有文人雅士的参与，当然更有施、罗二人的加工和创作。《水浒传》的版本情况相当复杂，大而言之，有简本和繁本两个系统。繁本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各有不同的特点和阅览对象。简本因文学价值不高，除供研究外，很少有读者。一般认为百回本是水浒故事成型后最早出现的本子，我们的分析便以此为据。

《水浒传》这部书所写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发展一直到失败的过程。本书故事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写各路英雄好汉被迫造反、最终被逼上梁山的故事；后一部分写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征辽、征方腊的故事，写出了起义的悲惨结局。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它的结局总以失败而告终，《水浒传》中的梁山义军接受招安的结局正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一种形式。当然，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分析，梁山起义军队伍走上招安的道路决非偶然，既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也有其复杂的内在原因，但在招安这件事上，可以说小说中的宋江是引导梁山义军走向招安道路的关键人物。

一

在对《水浒传》的评价中，对宋江这个人物的看法并不一致。如《东都事略·侯蒙传》对宋江特别加以赞扬：“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意思是，宋江能遵守封建礼法，不反对皇帝，最后归于投降。这可能是对宋江最早的评价。鲁迅从明写本元代陈泰的《所安遗集·江南序曲》中，找到了陈泰在元中期所记载的一条梁山泊地区蒿师所提供的传说，其中说宋江“勇悍狂侠”。明代的李贽，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盛赞宋江“身居水浒中，心在朝廷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不辞，则忠义之烈也。”李贽把宋江歌颂为“忠君报国，死而后已”的“全忠仗义”的忠臣义士，给予极高的评价。最早把宋江贬得比较厉害的就属于明末清初的大评点家金圣叹，金圣叹把《水浒传》砍了二十多回，强调对宋江这样的“盗魁”，只能斩尽杀绝，决不容许招安。他说宋江这个人是下下，就是“定考下下”，下等里边的下等，这是评价最低的。他贬斥得很厉害，按今天我们一般讲，就是宋江这个人外表呢，好像显得比较平庸，才能也有限。《水浒传》六十八回中宋江自己也说：“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说明宋江还有自知之明。清代道光年间反动小说的俞万春《荡寇志》诬蔑宋江为首的水浒英雄“奸诈强横，残害百姓；勾结奸臣，搅乱朝纲。”还编造了群众咒骂宋江的情节，把他们写成十恶不赦的“强盗”，要把他们“千刀万剐，方泄吾恨”。可见，此书完全歪曲了宋江等的形象。

从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绝大多数评论认为，宋江的农民革命思想是典型的，他爱人民，济人贫苦，反对强暴，反对贪官污吏，具有组织家、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是梁山泊最适当的领袖。梁山泊起义事业的发展、壮大都和他有血肉不可分的关系。宋江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具有悲剧的矛盾性格，但革命性是主要的。

对宋江的评价都带有特定时间的烙印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有的甚至是歪曲事实。因此，我们在评价宋江时要从作品实际和理性出发，不以个人好恶和带有特定的政治观点来断是非。

二

《水浒传》的作者对宋江追求招安的结局态度上是有矛盾的。从道理上说，他对宋江的受招安完全是肯定的、颂扬的，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一面称赞宋江这样做是“有仁有义”、“忠义报国”等等。从作者对宋江的歌颂态度来看，从小说里将招安的实现写成梁山泊的盛大节日来看，从作者虽然写了反对招安的斗争，却并没有在思想上否定招安派，而仍然写反招安派(包括反对最强烈的李逵等人在内)支持和拥戴宋江来看，可以说《水浒传》的作者有意地描写招安，而且是肯定招安的道路的。作者尽管肯定招安，认为义军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走这条道路的，却又并不认为这是一条最好的道路。从具体描写看，作品对“被招安”的结局似乎又有所批判。这不仅表现在作者反复描写了李逵、鲁智深等人的反招安、反投降的斗争；而且也写出了义军在受招安后所遇到的种种悲惨遭遇，使小说在第七十回后充满了悲剧的气氛。

从作品中的宋江来看，他走上招安的道路决非偶然，有其复杂的内在原因。其一是宋江的出身、职业对他思想、性格、生活道路的影响。宋江出身地主家庭，本身原是“刀笔小吏”，他自幼攻读经史，自幼读一些儒家的书，受到传统的文化教养，又承父教诲，一心想着为国尽忠、于家尽孝，凭着自己才干青史留名、光宗耀祖。又因为他在官府任小吏，是县衙里边办理档案和文书的吏员，养成他的处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也培养了他遵守国家法度的习惯。所以他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一开始加入革命队伍就存在严重的动摇性、妥协性。在他看来，最高统治者皇帝是“至圣至明”的，只是因为“被奸臣闭塞，暂时昏味”了，政治的黑暗是奸臣蒙蔽圣君的缘故。正是高俅这帮“奸臣”蒙蔽了“圣明”天子，也堵塞了“忠臣义士”进身之价，才使他们这些人落到“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境地。宋江梦寐以求的是：只要有朝一日“奸臣退位”，他们就能够挤进当权阶层，赢得一席地位，不用落草为寇，可名正言顺地为国尽忠，于家尽孝，名留史册。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宋江的这种理想是无法实现的。于是，他就不能不陷入于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一心为国尽忠，却又报国无门，兼之长期身在公门，对百姓的疾苦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不能不使对朝廷的昏暗产生强烈的不满；虽则不满，他却痴心不改，仍然想要到朝廷上去谋得个一官半职，一展宏图。所以一面要讲江湖义气，不能不去援救晁盖等人；一面虽则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晁盖等人，却又顽固地认为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造反行为，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不忠不孝。正是这种思想上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宋江个人的悲剧，也导致了梁山事业的悲剧。他上梁山十分勉强，经历了极为曲折的过程。大闹清风寨后，他率领一帮好汉去投奔梁山，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书信就使他抛下大批人马“飞也似”地回去奔丧，并服服帖帖地接受了官府的断配。他宁可当“囚徒”也不当“匪徒”，在刺配江州的道上，他故意绕过梁山，恐怕被山上的人遇见拉去入伙。当梁山义军请他上山入伙时，他以死相威胁，甚至迦枷也不开，怕坏了“国家法度”。人防病：“不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直到他在浔阳楼酒醉题了反诗，事发被叛死刑，由梁山英雄舍命救出，才不得不上了梁山。为形势所迫，宋江最终还是上了梁山。虽然上了梁山，他却始终没有摆脱“不忠不孝”的负罪感。不过，一旦落草为“寇”，要再想到朝廷去谋求出路，就只剩下接受招安这一条路可走了。所以上山后，他还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向往着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他甚至多次把梁山起义事业说成是“造恶甚多”、“误犯大罪”、“逆天大罪”等。从宋江的这种思想行动中，使我们早已预感到梁山义军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第四十二回宋江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书时，“去邪归正”的主意已打定。到了第七十一回，梁山事业发展到了顶点，连朝廷也已经奈何不得，看时机已成熟，宋江便毫不犹豫地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终于把水泊梁山带入绝境。

其二是儒家文化中的忠义思想的影响。和义军领袖宋江的思想立场以及小说作者的世界观有直接关系的是作品中所大力宣扬的“忠”、“义”思想。所谓“忠”，就是忠于大宋皇帝，这是《水浒传》所一贯标榜和宣扬的，书名《忠义水浒传》，梁山原来是“聚义厅”后被宋江改成“忠义堂”。宋江口口声声说：“今皇上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味。”作者还特地为宋江排了一回“九天玄女授天书”，在这位娘娘给宋江作的指示中有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他做到：“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小说之所以指责方腊起义，其主要理由也不外乎他自立朝廷，违反了“忠”的大伦。甚至最后写宋江被药酒毒死以前，仍然要表白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其次说到“义”。小说中所具体描写的“义”，比之《三国演义》有很大不同，具有新的内容，它主要是指一种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帮助的关系。“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是指是否同情与支持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否参加与坚持革命反抗。从小的方面说，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李逵误信人言而要杀宋江，讲的也是“义”；就大的方面说，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则是表现较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而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义，更是为了有力地打击封建统治者，实现“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政治目标。当然小说是中的“义”，有时也被写成一种没有任何政治原则的私人之间的情谊。这在李逵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品自始至终把“义”放在“忠”和“孝”之义，使“义”服从于“忠”、服从于“孝”。梁山泊的“忠义堂”是“忠”居于“义”之上，孝义黑三郎宋江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不顾李逵等人的反对，毅然带领梁山义军走上招安道路。

“忠义”二字在《水浒传》中占有很大分量，也有其特殊含义。它既是水浒英雄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们共同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思想根源。这个“忠”，既有忠于梁山事业的一面，又有忠于大宋王朝的一面。这个“义”，既有被压迫者互相帮助团结御侮，齐心协力反抗封建压迫的一面，又有不分是非曲直、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一面。显然，这里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宋江等人和李逵等人对这两个字的理解也并不完全一致。“忠”与“义”一旦产生了矛盾，“义”要服从于“忠”，忠于梁山事业要服从忠于大宋皇帝。所以，梁山全伙便跟着宋江去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并心甘情愿地去与方腊领导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自相残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义”是梁山好汉聚众举事的动力，它使起义队伍日资本输出壮大；“忠”则是葬送起义的祸根，把梁山好汉一步步引向痛苦的深渊。梁山排座之后，“忠”和“义”之间的冲突经常出现，二者之间的不相容已经暴露出来。但是，由于水浒英雄以义气为重，这就使他们不可能以损害友情为代价坚决抵制招安，义气限制了他们对忠的背离和反叛，而且要作出妥协和牺牲。许多水浒英雄在忠和义之间进行协调斡旋，因此，他们的性格带有双重属性尤以宋江最为典型。

作为一个好汉首领，他一直是用“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的政治路线来引导梁山泊英雄的走向的，而且做得非常好，他对朝廷的忠，对弟史的义都是上上之选。一方面，他对兄弟们仗义疏财，凡江湖上人有困难，只要找宋江帮忙，他都慷慨相助，因此被称为“山东及时雨”。在未上梁山前，他为了江湖义气，而“私放晁天王”。他想的是“晁盖是我的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迷天之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第十八回)，顾及的全是兄弟之情。这正是“有仁有义宋公明，结交豪强秉志诚”，即使在上山之后，他仍用义做纽带，把出身江湖的好汉用哥们义气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宋江又用“忠”来笼络那些渴望向庙堂回归的中上层人士。这些人本身在朝廷做官被迫沦落江湖的，是不甘心的。于是宋江便反复表明自己是忠于朝廷的。这便给了这些人以希望。宋江至始至终都是一个忠臣，是忠君报国的，这也是遵循国家伦理的。因此最初当他走投无路时，宁愿去投奔柴他们，也不愿去梁山走上与朝廷相对抗的道路。他有严重的封建主义忠君思想、正统思想。他上梁山的形势所迫，并非真造反，不过是“暂居水泊，权时避难”，继续等待时机，报效朝廷。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把梁山革命看作是“犯了迷天大罪”，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统治者表明心迹，说什么“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宋江等本无异心”，表示要“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因此梁山所打出的口号“替天行道”也是出于这一思想。“替天行道”是为天服务的，而在古代皇帝便是天，朝廷便是借天来统治百姓的。宋江上山执政后，又将以前的“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提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声明“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所以他积极寻求朝廷招安，不断做出希望朝廷招安的种种举动。通过“对天盟誓”，向起义军灌输“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的思想，逐步把义军引导向招安投降的道路上。

对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革命斗争时是否具备坚定的阶级立场。恰恰在这重要问题上宋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其三也是和作者处的特定历史背景分不开。水浒故事从口头流传到文人作家再创作而成书的整个宋元时代，都处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历史背景之下，那时社会上普遍的要求是坚决抗击侵略。招安的描写，显然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明代进上思想家李卓吾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在他的《忠义水浒传叙》里说：“愤宋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所谓“愤宋事”，就是愤恨宋代统治者不肯联合两河义军抗击侵略，导致亡国的惨祸。南宋时，北方的抗金义军愿意依附朝廷，共同对付外族入侵者，辛弃疾率军南归就是一个例子。北宋时期，宋王朝深受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辽国的入侵；南宋时期，南宋事朝廷又先后深受又 一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金国和西夏的侵扰，战祸连年不断，民众深受苦难。之后，南宋政权又被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灭了，统一了全中国，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被少数民族蒙古族所统治。鉴于此，作者与绝大多数的汉族民众一样同样怀有排斥“异族”的心理，强烈要求抗南击外族入侵。作者既忠于朝廷，但对于抗击外族入侵又不相信朝廷，把希望寄托于像宋江等水浒英雄这类人的身上。因此，作者是有意安排招安这一情节的，让宋江带领梁山义军抵御外族入侵。

具体到小说的描写，从一开始，梁山义军虽然不乏反皇帝的激烈言论(以李逵为表)，但从这支队伍的整体来看，他们并没有提出自己的革命行动纲领，反对皇帝的正确纲领，只是处于一种自发的行为，可见历史的发展也还没有为当时的农民起义军提供成熟的时代条件，让他们能从根本上反对皇权。事实上，包括反对皇帝最强烈的李逵和鲁智深在内，也不过是反对掉大宋皇帝，而让宋江哥哥来做皇帝。作为曲型的封建时代的文人、知识分子的宋江，自幼攻读经史，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对农民起义革命没有深刻的认识，革命不坚决、不彻底。封建文人根子上的软弱性，使得宋江一开始加入革命队伍就存在严重的动摇性、妥协性。当他当上梁山义军首领后，由于封建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他不可能为起义军提出正确的革命行动纲领，继续带领梁山义军走革命道路。他本身的局限性，只能提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纲领，把“忠心报答赵官家”作为义军主导的思想路线，最终引导梁山义军走上招安之道。

在提出受招安路线的菊花会上，宋江在他那首《满江红》中，就明确的提出：“心中愿，平虏保国安民。”这一口号一开始就和招安路线联系在一起，这样劝他：“如得朝廷招安，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去边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留一个好名。”到边疆上去博斗，争得青史留名，就表现出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再联系《水浒传》当时最后成书的历史背景，元末明初各路起义队伍，除徐寿辉、陈友亮始终没有降元自己称帝以外，方国珍、张士诚等都不止一次接受过招安。但是历史上的招安，都是双方势力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不能消灭对方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然而，《水浒传》里所写的招安，却是起义队伍自愿的。这就更多地体现了作者的主观色彩。作为“梁山泊”首领的宋江也更多地体现了作者的思想。

在梁山义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宋江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在招安的事件上，说他是罪魁祸首，并不为过。我们对于作品中的宋江的功过是非要给予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
总而言之，宋江的招安思想是有其深厚的文化、社会、民族根源的，宋江的招安思想，真实地再现了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民和农民意识的代表者下层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理念。试想如果梁山英雄不是走上招安一道，在政治上第二生路又能是什么呢？我想，一者是朱元璋式的再造一个封建王朝，自己当皇帝，然后又逼迫新一批“好汉”造反；二者是失败了，宋宋室剿灭了。除此，我想没有第三条生路。因为，纵观《水浒传》全书及历朝历代农民起义，除了“均贫富”、“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等相素的平均主义义气思想外，实在难以找到半丝能超越封建政治文化的理念。而没有先进的理念引导，是难有行动上的突破；另一方面，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宋江的招安又使《水浒传》一书情节得以延展，人物形象得以塑。其悲剧性的结局，因此凸显了作者的时代局限性，同时也暗合了艺术上的成功。如果《水浒传》以大团圆结局，以宋江受招安后得到重用，享尽世俗的荣华富贵，君臣一心，国力繁盛，我想这不是读者所乐见的。《水浒传》一书对宋江受招安情节的着意渲染，还有其另一层意义所在，那就是揭示了农民起义的悲剧性根源，即政治思想文化理念上的落后，反映了宋元明时代，人民在长期积弱状况下，对阳刚之气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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